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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在全球公共卫生中的角色
———以西非埃博拉疫情为例

蒋　 俊
内容提要　 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频仍的时代，应对工作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

工程，虽以医学为主，但也需要多学科协作，人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员，同样能够扮
演相应的角色。以西非埃博拉疫情为例，人类学积极主动介入，释放了非凡能量。首先，
人类学者创造性地建构了便捷开放的公共平台，凝聚学界群策群力；其次，人类学者不仅
生产理论知识，且将之运用到实践，修正与完善疫情的主要应对策略。在此过程中，人类
学坚持的立场虽鲜明独特，但并不会否认现代医学的理论基础、治疗原理，恰恰相反，它使
疫区民众接受，而不是抵制现代医学的运行方式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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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概念诞生于１９世纪中期的欧美国家，是社会改革运
动和生物学及医学知识累积的结果。后来作为一种跨国公共卫生实践，被冠以“国际卫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的称谓，重视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和妇幼保健问题。２０世纪末，随着全球化不
断推进，国际卫生被“全球卫生”（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取代，扩大了应对的范围，指向全球所有重要的健
康威胁。① 全球卫生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全方位的社会领域，唯有多层级的组
织架构、多维度的学科类型共同协作，方可实现卫生治理。人类学将疾病与治疗内嵌于不同社会与
文化之中，因而深刻理解各群体关于疾病与治疗的思想观念和行动模式，为生物医学与流行病学制
定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公共卫生解决方案提供帮助，在整个治理体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从２０
世纪４０年代开始，人类学参与到发展中国家的卫生项目，使公共卫生成为医学人类学重要的应用领
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医学人类学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大大拓宽，并发展成为人类学领域最具
活力的分支学科之一。医学人类学重点关注艾滋病、性别与生殖健康、跨文化精神病学、酗酒与吸毒
等健康与疾病问题，②特别是艾滋病的出现改变并扩展了人类学在公共卫生问题中的表述空间。③

然而，尽管人类学长期活跃于公共卫生问题的应对，但作为一种非技术性手段，鲜有目之所及
的“高光”时刻。而２０１４年初至２０１６年初的西非埃博拉疫情，人类学不仅全程实时参与应对工作，
且达到了相当的广度与深度。首先，人类学者迅速行动，搭建了汇集学界交流和互动的网络公共平
台，并以之为载体，服务于医学应对团队。其次，人类学者贡献的思想与智慧，对于解决社区抵制和
社区动员、安全埋葬等抗疫的核心问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学是现代医学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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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埃博拉疫区的桥梁，成为整场“抗疫行动”的一大亮点。遗憾的是，对于人类学这一段重要的
历史，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有待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本文回顾人类学参与西非埃博拉
抗疫这段值得浓墨书写的历程，既是某种意义上的“致敬”，有助于展现人类学独特的学科价值，对
其更广泛参与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埃博拉与人类学
１９７６年，在今南苏丹的恩扎拉（Ｎｚａｒａ）与刚果（金）的扬布库（Ｙａｍｂｕｋｕ）几乎同时暴发神秘疫

情，医疗团队发现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并根据扬布库附近的埃博拉河（Ｅｂｏｌａ Ｒｉｖｅｒ）将之命名为
“埃博拉病毒”（Ｅｂｏｌａ Ｖｉｒｕｓ）。该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感染后可引起急性严重疾病，平均致死率
高达５０％。不过在１９７６—２０１３年的３０多年间，非洲有记录的埃博拉疫情虽然达到３５次，但大多
数疫情暴发期短暂，规模和波及性都较小，很快就得到了控制。直到２０００年，人类学者从未参加埃
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相关研究亦寥寥。进入２１世纪后，情况慢慢有了变化。
２０００年８月至２００１年１月，乌干达暴发了当时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疫情，最终确诊４２５例，

其中２２４人死亡（死亡率为５３％）。① 这次疫情比较特殊，它只在乌干达阿乔利人（Ａｃｈｏｌｉ）中流行
感染。疫情中期，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认识到需要了解阿乔利人的社会文化背景，方能更有效实
施干预措施，从而邀请来自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巴里·休利特（Ｂａｒｒｙ Ｓ． Ｈｅｗｌｅｔｔ）教授等人
加入其团队，前往乌干达参与疫情应对行动。这是人类学者首次在抗击埃博拉的舞台上“出镜”，
具有开创意义。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休利特对疫情进行深入的人类学分析后发现，埃博拉被界定为一种新型
传染病毒，但阿乔利人可能已经与之斗争了一个世纪。阿乔利人将此病毒称为吉莫（ｇｅｍｏ），它仿
佛“一股邪风，突然而至的恶灵”。阿乔利人有严格措施对付这种可怕的病毒：感染患者被隔离在
家，由吉莫幸存者照顾；屋外竖起两根高大的象草，警告其他村民不要靠近；禁止跳舞、聚会、争吵和
性行为，避开腐烂的肉；康复者还须隔离一个阴历月；死者要埋在村子的外围。② 休利特认为，世界
不同人群对同一疾病或各有解释模式，为该疾病提供治疗和护理需要整合这些认知，阿乔利人对埃
博拉疫情的一些见解和应对就具有重要价值。

从效果上看，人类学的这项开拓性工作至少得到了世卫组织的首肯，在此后的疫情应对团队
中，人类学者参与已经是较为常见的现象。如２００３年刚果（金）疫情暴发初期，人类学者也出现在
应对团队中，并分成两个小组前往不同的田野点调研。一组侧重于了解埃博拉的地方认知模式，找
寻可能有利于疫情控制的本土理念和做法，而另一组则强调临床和干预策略的文化敏感性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减少患者和家属的误解。③ 这两种相辅相成的视野展现了“文化相对性”与
“推己及人”的人类学真意。

在参与埃博拉疫情应对的过程中，人类学者的相关认识不断增强。巴里·休利特及其妻子邦
妮·休利特（Ｂｏｎｎｉｅ Ｌ． Ｈｅｗｌｅｔｔ）是此领域最有建树的人类学家。２００７年，休利特夫妇出版了《埃博
拉、文化与政治：一种新兴疾病的人类学研究》一书，是迄今为止唯一关于埃博拉的人类学专著。
作者认为埃博拉病毒并非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孤立事物，因而将其置于疫区社会中政治、经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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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心理等层面的整体分析框架，揭示有利于或不利于疫情应对的因素及其背后的逻辑。① 阿
兰·埃佩尔布安（Ａｌａｉｎ Ｅｐｅｌｂｏｉｎ）是能与休利特齐名的法国医学人类学家，自２００３年起一直担任世
卫组织顾问，拥有丰富的田野经验。此外如英国人类学家梅丽莎·里奇（Ｍｅｌｉｓｓａ Ｌｅａｃｈ）和法国人
类学家爱丽丝·德克洛（Ａｌｉｃｅ Ｄｅｓｃｌａｕｘ）等一批人类学者也投身于这一事业。

尽管如此，人类学介入埃博拉疫情应对与研究还属个别现象，在学界尚未引起足够大的反响和
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埃博拉疫情始终处于“可防可控”的小规模流行状态。直到始于２０１４年初的西
非埃博拉疫情，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该次疫情突破所有记录，其规模、传播速度以及社会影响都
史无前例。疫情持续到２０１６年１月，受影响最大三国的最终数据触目惊心：塞拉利昂共１４１２４个病
例，死亡３９５６人（病死率为２８％）；利比里亚共１０６７５个病例，死亡４８０９人（病死率为４５％）；几内亚共
３８１１个病例，死亡２５４３人（病死率为６７％）。② ２０１４年８月，这次疫情被世卫组织定性为“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ＰＨＥＩＣ），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国际社会纷纷组织力量应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
难，如我国提供大量资金和物资援助，并派遣医务人员加入抗疫大军。该事件也如同一方巨石投入人
类学“平静的湖面”，激荡着它展现出非凡的能量，并首度通过构建网络平台的方式参与疫情应对。

二、以网络平台为载体参与疫情应对
根据形势变化，西非埃博疫情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９

月，疫情在西非三国迅速蔓延；第二阶段，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１５年３月，全球应对行动扩大和加强；
第三阶段从２０１５年４月开始，标志着从应急响应过渡到长期规划，建设卫生系统，同时还包括总结
经验教训。

在第一阶段，国际社会首次面对如此规模与速度的埃博拉疫情，认识与准备皆不到位，其核心
策略一味强调控制病毒传播的“科学性”与“理性”。似乎只要严格执行“隔离”“无感染埋葬”等正
确的医学措施，就足以对付埃博拉病毒大流行。在这种思路下，应对过程相对简单和粗暴，没有顾
及当地民众的接受能力与感受。人们看到医生为生病的孩子抽血检查，随即孩子们就死了；死者被
装入尸袋拉上拉链，在亲人们见最后一面之前就被烧掉；家人无法照护垂死的病患。有人害怕隔离
逃回家乡；有人将病人隐藏起来，以免被医护人员发现；有人还谣传，埃博拉病毒是西方人传入的，
他们意图交易人体器官，对村庄消杀也被误解为蓄意污染。在高度紧绷的状态下，民众通过暴力手
段来释放恐慌，导致规模不等的骚乱。几内亚甚至发生一起严重暴力事件，造成一个应对团队８位
成员被杀害的惨案。③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受埃博拉疫情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正在发生严重
的社会文化、政治、公共卫生和道德违规行为。结果，本已规模空前的疫情进一步恶化。世卫组织
不得不公开承认前期工作是失败的。④

人类学者在第一阶段已经介入（如埃佩尔布安及其弟子们受世卫组织邀请到几内亚提供咨
询），然而投入的力量较小，产生的影响很有限，第二阶段才深度参与，切实发挥作用也正是在这一
阶段。此时，埃博拉疫情来势汹汹，不仅让那些在西非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意识到：“基于道义
的行动势在必行”，也催生了更多人类学者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且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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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自我动员，以前所未有之姿态参与埃博拉疫情的应对。人类学者创造性地建构了便捷开放的
公共平台，凝聚学界群策群力，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一）构建网络平台
２０１４年９月初，非洲研究协会（ＡＳＡ）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举行会议，其间召开了一次关于埃

博拉疫情的紧急小组讨论，梅丽莎·里奇等与会者首次提出建立一种汇集人类学者群策群力的构
想的机制。当时实施这一计划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人类学者积极性高涨，几位与英国卫生部门
高层有联系的人类学家每天都收到大量学者的“请战”邮件，他们希望能够为制定政策提供资料与
建议，或直接参加工作小组；其次，一些国际组织、国家及非政府组织的卫生决策者已认识到，人类
学可以为正在发生的危机做出相应贡献；最后，惠康信托基金会（Ｗｅｌｌｃｏｍｅ Ｔｒｕｓｔ）对埃博拉有关的
社会科学研究颇感兴趣，愿意提供资金资助。

与会人员认为，把握住这次机会，有可能向世人展示“人类学的价值”，推动人类学在全球公共
卫生事业中的地位发生实质性变化。于是讨论小组决定向惠康信托基金和英国国际发展署
（ＤＦＩＤ）申请资金，建立一个人类学网络“平台”（Ｐｌａｔｆｏｒｍ）。选择“平台”一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需要让拟议的实体跨越政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两大领域，并为全球人类学者提供一个参与空间。①
里奇等人的想法最终得到落实，平台顺利建成，全称为“应对埃博拉人类学平台”（Ｅｂｏｌ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成为惠康信托基金和英国国际发展署共同出资８００万英镑设立的“人道主
义危机中的健康研究”（Ｒ２ＨＣ）项目中的子项目。

应对埃博拉人类学平台的应用功能定位为，主要（但不限于）向参与埃博拉应对工作的英国有
关部门和机构提供咨询与建议。资助方明确表示，它们特别重视及时、面对面的直接沟通，要求平
台核心成员参与伦敦的决策性工作。在讨论、制定和执行埃博拉应对方案与政策时，平台与政府不
断开启新的合作空间。后来，英国政府成立“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ＳＡＧＥ）的首个人类学分组，
平台全体指导委员会委员尽皆纳入，双方建立了更为正式的关系。

此外，该平台发挥的作用还表现在：提供了一个足够广阔的空间，世界各地的人类学者皆可自
由发表观点与看法；梳理和整理了疫区现有的民族志材料，提供给应对团队参考；就疫情应对工作
起草简报、进行评估和评价；建设人类学埃博拉研究成果的在线档案库；为英国卫生部门赴非工作
人员进行培训；为世卫组织关于医学实验的伦理问题出谋划策；主持塞拉利昂卫生部要求的研究项
目等。平台的工作得到了广泛认可，为了表明对该平台的重视，一些埃博拉应对团队承诺，他们在
制定策略时，人类学的定性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定量研究同等考虑。② 鉴于其突出贡献，平台荣获
２０１６年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ＥＳＲＣ）颁发的国际影响力奖。

第二个平台是２０１４年９月建成的“应对埃博拉人文与社会科学网络”（ＥＢＳＨ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其背
后有法国政府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但完全在非洲本土运行。因此，该平台主要动员西非法语国家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者献计献策，他们借助本地身份更有利于“下沉”到社区开展工作。网络平台充分
发挥网络效应，在信息分享方面极为高效和便捷。世卫组织与“应对埃博拉人文与社会科学网络”
共同邀请非洲本土人类学者加入应对团队，如来自马里和塞内加尔的人类学者组成１１人小队前往
马里首都巴马科（Ｂａｍａｋｏ）开展防疫工作。③ 而且，由于掌握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平台不仅帮助
政府制定政策，也提供资金资助研究计划和成果出版，卓有成效。可喜的是，这一平台关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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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远超出埃博拉疫情，比如新冠疫情暴发后，它表现十分活跃，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５日至７日，美国人类学协会（ＡＡＡ）与温纳－格伦基金会（ＷｅｎｎｅｒＧｒｅ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在华盛顿大学召开“埃博拉应急响应研讨会”。其间３５位人类学者成立了一个工作
坊，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第三个网络平台，即“埃博拉人类学紧急倡议”（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ｂｏｌａ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吸引世界各国众多人类学者的呼应。鉴于当时信息“大爆炸”的无序状况，
平台还制定了人类学者协作的规范性和指导性意见的五项原则。① 平台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ＵＳＣＤＣ）、国防部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ＮＧＡ）等政府部门有合作关系，后来编写大量《人类学简
报》，主要提供给联合国“埃博拉疫情应急响应特派团”（ＵＮＭＥＥＲ，下文称“特派团”）参阅。但此
平台过于依赖特定人类学家，关键人物朱丽叶·贝德福德（Ｊｕｌｉｅｔ Ｂｅｄｆｏｒｄ）从特派团离职后，失去了
与决策高层直接联系的机会，集体活动沉寂下来。
２０１４年８月，知名学术网站“科学、医学与人类学”（Ｓｏｍ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启动一项名为“埃博拉现场

笔记”（Ｅｂｏｌａ Ｆｉｅｌｄｎｏｔｅｓ）的系列活动，也具有平台的功能。依托该活动，人类学者发表了一些即时
撰写的小文章，从不同的现场和视角，对埃博拉疫情的各个方面进行记录与描述，贵在真实鲜活，成
为展现疫区面貌的一扇窗口。总之，在这个阶段，全球人类学界通过网络平台慢慢汇聚成一股强大
的合力，共同参与应对埃博拉疫情。当然，人类学提供的应对思路都建立在其独特的学科理论立场
之上。

（二）人类学应对的理论立场
人类拥有相似的基因、生理与神经基础，在粮食、住房、安全、生老病死和社会表达方面皆有同

样基本的需求。然而，满足人类需求的环境、机制、方式和路径千差万别。如果在应对公共卫生问
题时忽略这种差异，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很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因而迫切需要将宏观的
“全球指南”转化为微观的“本地议程”，量身定制与当地社会环境契合的应对方案。

当前大多数医疗和公共卫生干预方案中，构建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巫术”“理性与迷信”
之间的二元对立或等级化关系，地方性知识受到潜在的“歧视”。公共卫生方案假设通过改变地方
社区的认知，用“科学”知识取代“传统”信念，人们的行为也就随之改变，达到干预的目的。② 是以
在具体的实践中，现代医学勾勒的是没有阴影层次的极简主义线条图。而人类学描绘的却是一幅
多姿多彩的画卷，充满光影变化，细节生动。③ 因为人类学者认识到，传统社区的公共卫生问题植
根于其社会结构，人们经历的病痛不仅来自疾病本身，也来自疾病依存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
人类学者在研究中既考虑疾病与健康问题产生的生态、文化、社会行为、政治经济等因素，也考虑疾
病控制过程中的生物、社会与文化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如果能够发现阻止人们
接受卫生项目的文化、社会与心理障碍，就可以以符合文化预期的方式设计并实施卫生项目，并为
人们所接受。④ 两者对比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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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在全球公共卫生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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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原则为：第一，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情况下，人类学愿意且能够发挥作用；第二，避免工作重复和资源浪费现象；第三，尽可
能共享所有相关专家的真知灼见；第四，推动非洲学术和研究机构发挥作用；第五，所有发布的知识产品都尽量有针对性、简短、及时、以
行动为导向，并让参与应对的工作者轻易获取。参见Ｓｈａｒｏｎ Ａｂｒａｍｏｗｉｔｚ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ｅｔ Ｂｅｄｆｏｒｄ，“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Ｅｂｏｌａ：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Ａｇｉ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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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伯特·汉著，禾木译：《疾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４页。
张有春：《人类学与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表１　 卫生决策者与人类学者立场的差异①

卫生决策者的立场 人类学者的立场

共识一致的建议 多样性的优势，多种声音理解异质性问题

政策方案的优先性 优先考虑当地人的世界观

既定的解释／专家的观点 突出地方经验和理解

确定性解决方案 根据情境要求提供动态的解决方案

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前期应对工作偏重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医疗团队希望快速解决战斗，对于
当地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结构、宗教信仰等认识不足，脱离了当地人生活的真实世界，因而遭到挫
败。鉴于前期工作的缺憾，人类学秉持“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强调“文化相对性”，畅想“美人
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修正与完善疫情应对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修正与完善疫情干预决策
人类学者积极参与疫情应对的干预决策，尽管从本质上看只是辅助性角色，但尽到了自身应尽

之使命。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美国人类学协会发布报告《加强西非卫生保健系统以遏制埃博拉：人类学
家的真知灼见》（由２０多位人类学者合力完成），提出十个关键议题：照顾病人；卫生交流；强化卫
生体系；精简应对机制；关注危险因素（青年、粮食安全、人口流动）；性别与年龄；死亡关怀；监测、
鉴别与诊断；检疫与隔离；军事协调与安全。② 报告就这些议题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并逐一给出
具体建议，对于应对策略的制定与学术研究的方向都有指导性意义。总的来说，人类学者立足学科
的立场和理论规范，又超越纯学术的界限，将这些理论运用到实践，特别是为解决“社区抵制”“社
区动员”“安全埋葬”等问题提供了可行性的思路与见解。

（一）从社区抵制到社区参与
最初，国际应对团队与工作社区是脱节的，他们站在客位视角，震惊或诧异于民众的抵制行为，

而不是试图理解其疑虑，造成的矛盾难以化解。比如他们不明白，在一些地方，人们将血液看作一
种“生命力”，不仅与健康有关，而且与个人的力量与成功有关，检查和治疗时的采血行为其实是很
微妙的。他们也不清楚，人们触摸埃博拉病患死者的尸体，不仅出于亲情，或许还为了“问询”死
因———是自然死亡还是死于巫术？再比如，疫苗的接种试验应慎之又慎，并充分考虑地方的历史背
景。非洲很多国家曾因不安全的疫苗和免疫措施加速了血源性疾病的感染，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
阴影。③ 若双方都迷失在跨文化差异中，出现社区抵制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人类学研究具有“亲密”属性，研究者尝试融入田野／社区，成为它的“一分子”。在此过程中，
人类学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参与当地社会的运转，从而与社区形成紧密的社会关系。人类学
者通常会尽可能地尊重研究对象，保护他们免受潜在的伤害和干扰，因而也赢得了社区成员的信任
与认可。鉴于国际埃博拉应对团队在很多地区遭遇抵制和敌意，人类学者反复强调自己与社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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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模式的关键词：共情、同理、交融；摆脱“救世主”情结，坚持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方针，得到了
响应。

在理解、尊重与互信的基础上，“以社区为中心”的行动方案逐渐成为国际应对团队的基本共
识。乐施会（ＯＸＦＡＭ）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社区参与对控制疫情举足轻重”①。世卫组织亦有深刻
认识：“鉴于疫情地区出现根深蒂固的恐惧和误解，要真正获得社区理解、掌握并贯彻这些补充方法，
则需要持续动员社区、宗教、传统和其他当地领袖、妇女和青年团体以及传统医治者，让他们参与其
中，并与他们进行对话，以期建立对应对工作和社区行动的集体信任和信心。在各个受疫情影响的地
区和面临疫情风险的地区，以现有地方网络和组织为基础，建立稳健的以社区为主导的埃博拉病毒病
控制方法，对于路线图的完整贯彻、成效和可持续结果至关重要。”②因此，社区的动员和参与被世卫组
织列为埃博拉疫情应对策略的根本措施之一，在疫情严重的国家，其重要性更加突出。

由于人类学者拥有对社区的独特经验与洞见，撰写了专题性的咨询报告，分析民众抵制埃博拉
应对团队的原因，对比实施“社区参与”计划前后应对工作的变化；③描述社区防治、以家庭为基础
的护理，以及幸存者的生活重建。④ 人类学者提供的简报直接而有针对性，有学者强调当地社会文
化和环境对应对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样的简报有《几内亚人的抵制》《地区粮食不安全、路障与
劳工迁徙》《动员青年接受埃博拉教育》《文化与临床实验》等。这些文本是卫生领域各层级决策者
的必读之物，也依托人类学网络平台广为传播。

人类学者主动或被邀请前往现场解决社区抵制问题。朱丽叶·贝德福德担任特派团的首席人
类学顾问、无国界医生（ＭＳＦ）和乐施会，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研究和学术机构，在整个危机期间动
员了众多实地研究人员协助工作。在几内亚，朱莉安娜·安诺科（Ｊｕｌｉｅｎｎｅ Ａｎｏｋｏ）与社区合作，用
更安全的方式埋葬死于埃博拉的孕妇；西尔万·法耶（Ｓｙｌｖａｉｎ Ｆａｙｅ）努力说服社区民众接纳世卫组
织派遣的医疗团队；无国界医生的人类学顾问主导患者与社区的协商；人类学者还被招募为“卫生
协调员”，在病理报告、检测、检疫和隔离等干预流程上处理紧张的对抗关系。⑤ 美国人类学家帕特
丽夏·奥米蒂安（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Ｏｍｉｄｉａｎ）长期担任联合国一些部门如艾滋病规划署、儿童基金会的顾问，
２０１４年８月受世卫组织之邀在利比里亚开展工作，最终完成报告《利比里亚／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医
学人类学研究》，重点关注利比里亚地方社区民众对埃博拉病毒、相关卫生信息以及应对措施的理
解与误解，探询他们关切的核心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切实的建议。⑥ 人类学小组在马里地方社区记
录下的主要行动有：协助培训负责追踪和监测埃博拉病人的工作队，传递文化相对论、尊重地方风
俗习惯的理念；作为国际卫生团队与社区之间沟通的桥梁；倾听社区的呼声（人类学者认为，一个
社会只有在其声音得到倾听并得以回应之后才能有效动员）；以富有人情味的姿态走入受创伤家
庭，帮助他们缓解失去亲人的痛苦，摆脱被污名化的困境。⑦

在社区动员方面，一些人类学者参与拟定工作步骤和方案，编写通俗易懂的宣传手册。人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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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社区动员强调整合社区资源，尤其需要发动传统领袖、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等地方精英承担
相应的动员和组织责任，由他们持续和系统地记录并报告当地社区的具体情况。塞拉利昂的“社
会动员行动联盟”（ＳＭＡＣ）动员２０００多名当地社会行动者，联络了全国几乎６０％的地方精英，形成
一支较为稳定高效的队伍。该国社区参与的具体措施包括：优先考虑农村的参与式评估，包括每周
定量与定性数据的收集；统筹社区的病例鉴定与报告；通过接地气的沟通方式回应民众最为关切的
问题。这些都是比较务实的措施，紧密围绕当地的制度关系、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所制定。甚至在
后疫情时期，塞拉利昂还将“持续社区动员”（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设定为社会秩序
全面恢复的一项基本原则，将“社区自主”（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作为卫生部门恢复计划的五大优
先支柱之一。① 说明该国真正认可了社区参与的价值，这是在灾难中得出的宝贵经验。

（二）安全庄重埋葬
埃博拉病毒存在于感染者的血液、呕吐物和排泄物中，容易传播给护理人员，而传染的最大危

险来自晚期的体液和尸体本身。西非疫区的一些风俗习惯与行为模式，对病毒传播产生直接影响，
包括“超级传播”的形成。这里所谓“超级传播”是指不安全的埋葬方式，因为病患死者的尸体具有
高度传染性，在传统的葬礼过程中，死者亲属或负责安葬的人员接触、清洗尸体，亲属甚至亲吻尸体
都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传染的概率极大。据世卫组织统计，“至少有２０％的埃博拉新感染发生在埃
博拉死亡病人埋葬期间”；②而前特派团负责人安东尼·班贝利（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ａｎｂｕｒｙ）指出，有些地区
“不安全埋葬方式导致大约一半的新增埃博拉病例”。③

基于此，西非疫区对病患死者的埋葬方式受到广泛的关注与重视。从技术层面来说，“安全埋
葬”（如避免与死者直接身体接触、火化、组织专业化的殡葬队伍）比较能够达成共识，然而如何才
能体面地落实却并非易事。因为任何规范都必须考虑它的可接受性，况且在西非各国迥然相异的
情况下，其复杂性远超技术层面的考量。最初人们关于传统葬礼的知识集中在生物医学专家认为
最有可能传播疾病的一些关键做法上，忽略了葬礼对相关人群最有意义的那些方面：仪式象征与情
感表达。

为预防传播风险，集中管理病患死者的尸体，利比里亚发布了强制火化以及不做标识掩埋的政
令。但是，当地一些人认为这种对待死者的方式荒唐而不人道，不予配合。政府也规定，非埃博拉
病毒感染死亡者亦不准按照本地风俗安葬，人们对这种一刀切的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况且，在所谓
安全埋葬（官方唯一认可的方式）实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人力有限，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待，死
者尸体腐烂后依然没有安葬成为常态。在无助和紧张的氛围中，部分民众的行事方式走向两极：有
些会将家人秘密埋葬；有些会在不堪重负的专业埋葬团队到达前将家人的尸体遗弃。塞拉利昂规定，
无论死因如何，全部埋葬悉数由政府成立的殡葬队负责。一些民众将这一政策理解为所有的死亡都
是由埃博拉病毒导致的，引发了更大的恐慌。类似“水土不服”的现象影响到应对的效率和进度。

人类学者认为，如果新的应对方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被认为是合理与可操作的，并且没有威胁
到生计与社会核心问题，则可能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在紧急情况下，地方文化有适应殡葬习俗短期
变化的张力。人类学家莎伦·阿布拉莫维茨（Ｓｈａｒｏｎ Ａｂｒａｍｏｗｉｔｚ）等分析了利比里亚蒙罗维亚及其
周边地区对焦点小组的访谈记录，发现城市居民可以容忍将火化和集体埋葬作为紧急措施，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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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抗议主要集中在不被告知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死者尸体就被当局拉走。① 另外应考虑的
是，各地的葬俗千差万别，要在它们之中寻找到自洽的契合点。也就是说，合理的安葬应基于不同
的社会文化背景，采取灵活的方式，在特定框架（合理与可操作）内找到妥协的办法。在人类学者
的协助下，世卫组织出台了相关的指导性意见，即“安全庄重埋葬”的新规程。“以一种尊严方式安
全并且恭敬地陪伴着我们已故的人类同胞，并协助他们按照其文化为最后安息之地做些准备。”②
于是，在埃博拉危机期间死亡病例的埋葬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由人类学与医学相结合组
成。在这个新的知识领域中，医务人员保障“安全”，人类学家负责“庄重”。

在某些地区，有妇女死后被送回娘家安葬的风俗。埃博拉疫情暴发后，其危害性不言而喻。人
类学者想到代替的办法，将石头（或类似的东西）从娘家祖先的坟墓里拿出，带到死者的村庄，死者
埋葬时就可以与其祖先“融合”在一起。这种仪式对妥善处理一些离家埋葬的埃博拉病患死者具
有重要意义。再比如，有些地区存在着一种习俗：如果孕妇由于某种原因难产而死，就必须在葬礼
上采取补救措施，包括各种祭品和仪式。人类学者建议世卫组织向因埃博拉死亡的孕妇家庭支付
象征性的仪式费用，安全体面的葬礼得以迅速举行。世卫组织聘请的一个人类学团队就“触摸和
清理死尸”问题提出了安全的替代做法，这是在研究了受影响国家葬俗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且与当
地宗教领袖进行磋商，确定了宗教背景下“庄重埋葬”一词的含意之后提出的。③ 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埃博拉干预的抵制可能与传统文化无关，而是与不信任以及沟通不畅有关。

安东尼·班贝利作为前特派团负责人，对人类学者在实施安全埋葬过程中的角色深有体会，他
离职后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专门谈到这一点：“很多时候，加快工作进度的唯一办法是打破
常规。我在阿克拉就是这样做的，当时我聘请了一名人类学家。事实证明，她‘物超所值’”，因为
“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些（丧葬）传统，然后才能说服人们改变”④。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认为在一
个地方进行的协商结果可以直接移植到他处，那将是危险的。”⑤的确，西非人的葬礼习俗并非完全
固化，亦是可变、充满弹性的，需要了解特定的社会环境，讨论细节，尽量做到既“安全”又“庄重”。

四、结　 　 语
２０１５年９月９日至１１日，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ＥＡＳＡ）在英国苏赛克斯大学举行了“全球

卫生与人类学研讨会”，一个专题小组讨论的议题是：“人类学在公共卫生问题中扮演何种角色？”
引发众多人类学者对自身使命的反省。⑥ 本文通过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案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给
出了答案。在这一次疫情中，人类学有效探知和揭示医疗团队无法触及的社会与文化的盲点，对强
化应对工作的有机性和系统性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一些曾深度参与西非埃博拉疫情的个人或组
织，对此深有感触，且正如前特派团特使（２０１７年世卫组织总干事候选人）大卫·纳巴罗（Ｄａｖ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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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ｒｙ Ｈ． Ｍｏｒａｎ，“Ｍｉｓｓｉｎｇ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ｒｅｔ Ｆｕｎｅｒａｌｓ：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ｎｉｆｉｅｄ Ｂｕｒｉａｌｓ’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ｉａｎ Ｅｂｏｌ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 ９０，ｎｏ． ２，２０１７．

《“安全庄重埋葬”新规程是减少埃博拉传播的关键》，ＷＨＯ，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ｚｈ ／ ｎｅｗｓ － ｒｏｏｍ ／ ｄｅｔａｉｌ ／ ０７ － １１ － ２０１４ － ｎｅｗ －
ｗｈｏ － ｓａｆｅ － ａｎｄ － ｄｉｇｎｉｆｉｅｄ － ｂｕｒｉａｌ －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 － － ｋｅｙ － ｔｏ －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 ｅｂｏｌａ －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安全庄重埋葬”新规程是减少埃博拉传播的关键》，ＷＨＯ，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ｚｈ ／ ｎｅｗｓ － ｒｏｏｍ ／ ｄｅｔａｉｌ ／ ０７ － １１ － ２０１４ － ｎｅｗ －
ｗｈｏ － ｓａｆｅ － ａｎｄ － ｄｉｇｎｉｆｉｅｄ － ｂｕｒｉａｌ －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 － － ｋｅｙ － ｔｏ －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 ｅｂｏｌａ －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ａｎｂｕｒｙ，“Ｉ Ｌｏｖｅ ｔｈｅ Ｕ． Ｎ．，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Ｆａｉｌｉｎｇ”，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１８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Ｆｒｅｄ 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ｕ ｅｔ ａｌ．，“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Ｅｂｏｌ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ｂｏｌ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 ９０，ｎｏ． ２，２０１７．
Ｅｌｙｓｅｅ Ｎｏｕｖｅｔ，“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ｔｏ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７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



Ｎａｂａｒｒｏ）所言：“由于传染病暴发和未来许多其他情况，对人类学的需求会更显著。”①或许这是由于
人类学的角色彰显了鲜明的“学科属性”，深入社会的细部，探寻地方文化图式的内在逻辑，并将实
现疫情控制的策略与之达成动态平衡。人类学强调“推己及人”的人文情怀，为“全球公共卫生治
理”注入脉脉温情：理解并尊重本地文化习俗、经济状况和政治现实；充分发掘和调动当地人的主
观性与能动性；有倾听，有解释，有回应。更重要的是，人类学并不否认或对抗现代医学的理论基础
与治疗原理，恰恰相反，它站在当地人的立场，通过调适社会文化律动的节奏，使其打消顾虑，接受
而不是抵制现代医学的运行方式和机制。

在当前公共卫生问题频仍，危及人民健康、社会稳定的背景下，我国人类学者有责任和义务，也
有能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根据人类学在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经历，给予我们的启
示可总结如下：第一，全国性人类学团体居中组织和协调，动员人类学者积极参与公共卫生问题的
应对工作，形成真正意义上学术共同体的合力；第二，针对性地创建公共卫生相关的人类学网站，使
之成为人类学者发声以及交流和互动的平台；第三，人类学者投身于“身边的田野”，通过参与观
察，深入分析公共卫生问题的发展变化与当地社会文化的内在逻辑关系，探寻公共卫生防控的阻力
与障碍及其解决方案；第四，人类学者不仅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知识体系与学术话语，也应主动
与政府部门、卫生部门、医疗单位与社区保持紧密联系，为其提升行动的有效性提供智识支持；第
五，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一起，坚持参与解决特定的环境和健康问题，走在公共卫生问题暴发的前列，
才能在危机关头最大程度发挥人类学的洞察力。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ｓ ａ ｈｕｇｅ，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ｌａｙｅｒ，ｉｔ ａｌｓｏ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ａｓ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ｐｌａｙ 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ｂｏｌａ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ｌｅａｓｈｅｄ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ｏ ｒ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ａｔｈ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ｗｉｓｅ ｉｎｐｕｔｓ；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ｕｔ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ｔ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ｋｅ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ｄｅｎ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ｉｔ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ｃｃｅｐｔ，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ｒｅｓｉｓｔ，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蒋俊，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金华，３２１００４）
〔责任编辑：于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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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Ｌｅａｃｈ，“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Ｔｏｄａｙ，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６，２０１９．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马克·沃尔波特
（Ｍａｒｋ Ｗａｌｐｏｒｔ）高度认可“应对埃博拉人类学平台”发挥的作用，并呼吁根据这一模式建立长效机制，将人类学整合到包括健康、经济和
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中。参见Ｍａｒｋ Ｗａｌｐｏｒｔ，“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ｎｔｓ：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ｅ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ｐｕｔ”，２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英国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Ｃｈｒｉｓ Ｗｈｉｔｔｙ）在埃博拉疫情应对中认识到，社会科学“在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很重要”。
参见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ＵＫ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Ｅｂｏｌａ”，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１６，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ｙ Ｏｆｆｉｃ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１６。“全球传染病预防研究协作网络”（ＧＬＯＰＩＤＲ）在埃博拉疫情评估报告中证实，“社会科学已经证
明了它的潜力”。参见Ｍｅｌｉｓｓａ Ｌｅａｃｈ，“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Ｔｏｄａｙ，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６，２０１９。


